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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农民公共权力观念的变迁

楚成亚　刘　冬

摘　要：公共权力观念是政治观念的核心，农民政治观念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

本文通过对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７年两轮山东农村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新世纪以来的 “社会政策下乡”，农民
的政治观念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由 “社员意识”向 “村民意识”的回归以后，正在由 “村民意识”向 “公民意
识”转型，主要表现为参与村庄选举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民主选举意愿超越了村庄 “熟人社会”的界限、越来越
关心国家政治、对公共权力的期望趋于理性以及对公共权力的评价更加积极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政
治建设的制度设计应充分回应农民政治观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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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包括制度变迁和文化变迁两个维度，政治文化变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属于典型的 “臣民”型文化，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中
国人的政治观念是 “拜权主义”①以及作为其补充的 “机会观念”②。中国近代政治观念发展中
的基本问题就是从这种 “臣民意识”向 “公民意识”的转变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
着人民公社化和 “社会的国家化”④，“臣民意识”被嵌入在了 “社员”身份中，变成了 “社员
意识”——— 一种特殊的 “臣民意识”。许多研究者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
以来，中国农民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向现代民主观念的转型，甚至已经不再构成对民主的文化
障碍⑤。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观念的 “变”是毫无疑问的，但农民政治观念现代

　　作者简介：楚成亚，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冬，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青岛２６６２３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当代中国农民民主意识发展问题研究”（１４ＢＺＺ０１４）。

　　①　冯崇义：《农民意识与中国》，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１页。

　　②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３页。

　　③　刘泽华：《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载 《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④　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９１页。

　　⑤　参见孔繁斌： 《农民政治价值观变迁与权威分化：政治控制取向》，载 《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７期；

Ｔｉａｎｊｉａｎ　Ｓｈ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Ｎｏ．２，

Ｊｕｎ．，２０００；Ｙ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Ｃｈｉｎａ：Ａｎ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３，Ｎｏ．２，２００５；肖唐镖、余泓波：《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载 《华中师范

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9.03.012



化的具体 “心路历程”有待考察。２１世纪伊始，随着 “社会市场”① 在农村的发展，农民与国
家的关系被重塑，农民的政治观念尤其是公共权力观念也发生了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变
化。本文拟以山东省农村为例，通过对比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７年两轮调查数据，对新世纪以来农民

公共权力观念的变迁进行初步探讨。

一、调查概况

作为政治观念的核心，公共权力观念是指人们对不同层级的公共权力的参与意识、职能
期望和绩效评价。２０００年７－９月，我们曾在山东省的荣成、邹城、禹城、青州、邹平、莱

西、肥城、济宁、惠民、梁山和鄄城等县 （市）农村进行过一次 “农民公共权力观念调查”，

研究成果发表在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的 《中国农村观察》上。为了解新世纪以来农民公共权力观念

的变化，２０１７年７－９月和１２月，我们在相同县 （市）的１４个村庄进行了一轮内容基本相同
的调查。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６２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５５２份。有效样本中，男性２５９人，占

４６．９％；女性２９３人，占５３．１％。青年１０３人，占１８．７％；中年２２６人，占４０．９％；老年

２２３人，占４０．４％。高离村率１１０人，占２０％；中等离村率１２７人，占２３％；低离村率３１５
人，占５７％。高收入水平 （人均年收入２００００元及以上）１２２人，占２２％；中等收入水平
（人均年收入１００００元至２００００元）１５８人，占２９％；低收入水平２７２人，占４９％。小学及以

下文化程度 （包括文盲）１０３人，占１８．７％；初中２３０人，占４１．７％；高中 （含中专）１２７
人，占２３％；大专及以上９２人，占１６．７％。②

二、整体变迁情况

（一）对公共权力的参与
从动机角度来说，政治参与可以分为基于民主权利意识的主动参与和出于 “面子” “从

众”等原因的被动参与。在某种意义上，相比较于参与行为本身，人们的参与动机更重要。

本轮调查表明，虽然村委会选举的规范性一直颇受质疑，但经过十几年的选举实践，村民的
民主权利意识得到了强化。在回答 “您参加投票选举的主要原因”时，７５％的被访者选择了
“这是我的权利”，比２０００年提高了１２个百分点；选择 “村里要求参加，不去不合适”、“大家
都去我也去”和 “有朋友亲人参加得捧场”的被访者分别为１０％、５．９％和４．３％，持被动参
与心态和从众心态的比例下降了约１７个百分点。

从对 “村两委”关系的认知来看，村民的政治权利意识更加成熟和理性。实行村民委员
会选举制度以后，“村两委”关系和 “乡村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很多人担心 “民选”村官会

成为国家意志进入乡村基层社会的障碍，至少会加剧 “村两委”矛盾和 “乡村关系”紧张。

从相隔１７年的两轮调查结果来看，至少在农民的政治心理层面上不存在这种冲突。在 “如果
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 （村长）发生了分歧，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持 “双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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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解决”态度的比例由７１％提高到了８８．９％，持 “支书应当听村长的”和 “村长应当听支

书的”两种极端态度的比例都下降了。也就是说，与农民民主权利意识的增强相伴随的，并

不是对党的领导地位意识的淡化，而是 “村两委”共治理念的进一步强化。

从对政治参与的层级的认知来看，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正在向非熟人社会扩展。在 “在

您看来将来是否有可能由全乡镇的老百姓直接选举乡镇长？”问题上，选择 “很有可能”的占

３４．４％，提高了近１０个百分点；认为 “不可能”的占２５．９％，下降了约５个百分点；持模糊

态度的比例也略有下降。这表明，虽然大部分农民还没有形成超出村庄这一熟人社会范围的

政治参与意识，但具有这种意识的农民的比例已经明显提高了，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在进

一步扩大①。可能的原因是，村民自治的 “倒逼”效应开始在农民政治心理层面呈现出来。

另外，农民对国家政治的关注程度也明显提高了。 “经常”看 （听）新闻节目的比例由

２３．１％提高到了４８．９％；“几乎不”看 （听）新闻节目的比例则由４６．７％下降到了２１％。对

这一变化的可能解释是，一方面，随着电视在农村的普及，村民目前最重要的媒体是电视②；

另一方面，２１世纪初以来的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社会政策全面发力，强化了农民对国家政治

事务的关注。

表１　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７年农民公共权力参与意识数据对照表

问　题 选　项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７年

您参加投票选举的主要原因？（限选１项）

这是我的权利 ６３％ ７５％

村里要求参加，不去不合适 １７％ １０％

大家都去，所以我也去 ２０％ ５．９％

有朋友、亲人参加竞选，得捧场 ０　 ４．３％

其他原因 ０　 ４．８％

在您看来将来是否有可能由全乡镇的老百姓

直接选举乡镇长？

有可能 ２５．５％ ３４．４％

不可能 ３１％ ２５．９％

不好说 ４３．５％ ３９．６％

你是否经常看 （听）新闻节目？

经常 ２３．１％ ４８．９％

有时 ３０．２％ ２８．９％

几乎不 ４６．７％ ２１％

如果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 （村长）发生了分

歧，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

村长要听支书的 １８．２％ ８．６％

村支书要听村长的 １１．８％ ２．２％

双方协商解决 ７１％ ８８．９％

（二）对公共权力的期望
农民对村委会的期望更加趋于理性。农民对村级公共权力的期望大体可以分为发展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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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保护性功能两类，其中保护性功能又可以分为 “对抗性”保护和 “公正性”保护。发展

性功能主要指村干部能够 “带领村里人致富”，“对抗性”保护功能主要指村民们选举出来的

村干部 “敢于对抗上级的不合理任务”，“公正性”保护功能主要是指村干部 “办事公道，不

贪不占”。２０００年被访者对村干部的最大期望依次是 “带领村里人致富”“敢于对抗上级的不

合理任务”和 “办事公道，不贪不占”，本轮调查时的排序是 “带领村里人致富”“办事公道，

不贪不占”和 “敢于对抗上级的不合理任务”。由于长期缺乏 “先富带后富”的有效机制，农

民希望村干部能够 “带领村里人致富”的比例明显下降了；随着取消农业税和农村社会政策

的陆续落地，国家农村工作的性质由 “汲取”变成了 “给予”，“敢于对抗上级的不合理任务”

的保护性功能几乎完全淡出了农民的视野；相比较而言，农民对公正性保护的期望则稳中

有升。

农民对超越村庄之上的国家公共权力的期望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列举 “目前国家最应

该关注哪些方面的农村问题”时，２０００年时前四位分别是 “学校教育” （７１％）、 “监督村干

部”（６７％）、 “社会治安” （６５％）和 “基本建设” （５５．６％），本轮调查时的前四位分别是
“看病难看病贵”（６８．８％）、“环境污染” （５３．７％）、“学校教育” （５０．４％）和 “养老问题”

（４９．３％）。可以看出，除了 “农村教育”这一 “老大难”问题外，农民关注的焦点正在由
“监督村干部”“社会治安”等社会政治领域转向医疗、环境、养老等民生领域，反映了农民

对 “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

表２　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７年农民公共权力期望数据对照表

问　题 选　项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７年

您对村干部的最大期望是？（２０００年为限

选２项；２０１７年为限选１项）

带领村里人致富 ８５．８％ ５４．８％

办事公道，不贪不占 ３８％ ３８．９％

敢于对抗上级的不合理任务 ７４．６％ ３．９％

能驾御村里的局面 ３％ ２．１％

您觉着目前国家最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

农村问题？（２０００年为列举选项，限列４

项；２０１７年为多选。此处仅列两次调查

结果中的前４项作为比照。）

学校教育质量问题 ７１％ ５０．４％

社会治安问题 ６５％ —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 ６８．８％

环境 （水、土壤、空气）污染问题 — ５３．７％

文体活动场所、设施缺乏问题 ５５．６％ —

对基层干部的监督问题 ６７％ —

养老的问题 — ４９．３％

（三）对公共权力的评价
我们把农民对公共权力的评价分成了三个层面：村委会、乡镇政府和 “国家”（县级及以

上政府）。通过对比两次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农民 “好中央坏地方”的认知格局没有变，但对

村级组织和 “国家”的评价更加积极 “正面”了。

回答 “在您看来，村民选举村干部对于他们更好地为村民服务有促进作用吗？”这个问题

时，明确认为 “有作用”的被访者占６８．８％，提高了３０个百分点；明确认为 “没作用”的被

访者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持模糊态度的比例从４７．２％下降到了１８．２％。这反映出民主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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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级组织合法性的塑造作用开始显现出来，村庄选举初期 “有民主选举，无公共权力合法
性提高”① 的困境正随着也许并不十分规范的竞争性选举的实践而趋于缓解。

农民对乡镇政府的评价没有明显的变化。同意 “中央的好经让下面的干部念歪了，乡政
府的政策与中央完全不一致”的被访者的比例，２０００年为５０．４％，本轮调查为５７．２％；同意
“乡政府的政策与中央完全一致”的被访者的比例，２０００年为１３．２％，本轮调查为１２．５％。

总的来说，仍然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并不认为乡镇政府是国家在基层的代表，乡镇政权的合法
性依旧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意味着，无论是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建设还是自上而下的农村社
会政策的推进，都没有对塑造乡镇政府的 “正面角色”起到积极作用。

与对乡镇政府缺乏信任的情况不同的是，对 “国家”持信任态度的农民明显增加了。在
本次调查中，８３％的受访者认为国家 “没有”歧视农民的政策，比十几年前提高了１６个百分
点，这可能与２１世纪初以来 “强农惠农”政策体系的建立有关②。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对
“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种粮补贴政策”“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精准扶贫政策”感到 “满
意”或 “比较满意”的被访者的比例分别是７９％、７６．５％、７４．６％、８４．８％和６１．２％。可能
正是这些社会政策增强了农民对 “国家”的好感，但也可能因为 “一竿子插到底”的推进方
式的原因而强化了农民的 “好中央坏地方”观念③。

表３　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７年农民对公共权力评价的数据对照表

问　题 选项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７年

在您看来，村民选举村干部对于他们更好地为村

民服务有促进作用吗？

有作用 ３８．８％ ６８．８％

没作用 １４％ １２．８％

不好说 ４７．２％ １８．２％

中央的好经让下面的干部念歪了，乡政府的政策

与中央完全不一致
同意 ５０．４％ ５７．２％

乡政府的政策与中央完全一致 同意 １３．２％ １２．５％

您认为国家有没有歧视农民的政策？
有 ３３％ １７％

没有 ６７％ ８３％

三、组间差异的变化

第一，性别因素。政治权利意识的性别差异明显缩小了。２０００年调查结果显示，在 “参
加投票选举的主要原因”问题上，男性选择 “这是我的权利”的比例比女性高出３０个百分
点；同时期的另一项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并认为女性的 “私人性”特征影响了她们的政治
参与④。而在本轮调查中，７７．９％的男性和７１．６％的女性选择了 “这是我的权利”，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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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成亚：《农民公共权力观念分析》，载 《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杨臣、韦彩玲：《农村惠农政策的认知、评价及政策建议》，载 《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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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基本消失。２０１４年山东省内的另一项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①。这意味着，过去十几年
间女性参与本村公共事务的民主权利意识明显增强了，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业产业升级，女性的本土打工机会增加，家庭生计模式发生变化，女性的 “私人性”特征
淡化了。

在扩展政治参与的层级问题上，女性的积极态度明显提升，男女之间已经没有显著差异。

在回答 “是否认为将来能够由全乡老百姓选举乡长”的问题时，３５．９％的男性和３２．７％的女
性选择了 “有可能”，女性作此选择的比例比十几年前提高了１２个百分点。

但在关注国家政治方面，性别差异仍然显著，男性比女性更关心政治。男性中 “经常”
“看 （听）新闻”的比例比女性高大约２５个百分点，男性中与朋友在一起时 “经常”谈论政
治话题的比例比女性高大约３０个百分点。

第二，年龄因素。年龄因素对农民公共权力观念的影响仍然存在，但结构模式发生了变
化。２０００年的数据表明，年龄越大越信任 “国家”，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希望村干部发挥发展性
功能，年龄越大越不相信村级选举有什么实际作用。本轮的调查结论则显示，中年人的政治
态度比青年人和老年人更积极、更 “正面”，出现了明显的 “中年现象”。在 “对村干部的最
大期望”问题上，青年、中年、老年选择 “带领村里人致富”的比例分别为４０．７％、６３．３％、

５７．３％，选择 “办事公道，不贪不占”的比例分别为４３．７％、３２．３％、４０．４％；在对乡镇政
府的评价问题上，青年、中年和老年选择 “乡政府的政策与中央完全不一致”的比例分别为

５９．２％、５３％和５８．７％；在对 “国家”的信任问题上，青年、中年和老年认为国家 “没有”

歧视农民的政策的比例分别为８１．５％、９０．７％和７６．２％。也就是说，中年被访者更希望村干
部发挥发展性功能，并对基层政府和国家更有好感。

第三，离村频率因素。有研究者认为，外出打工使农民既受到社会化大生产秩序的约束，

又受到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熏陶，在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等方面都进步明
显②。离村频率高通常意味着被访者更具有 “边缘人”属性。按照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的观
点，“他 （边缘人）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
人。”③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纳进而认为，社会变迁率与附属于过渡阶层的人数成函数关系，

甚至有可能是线性函数关系④。

本次调查的结论进一步凸显了 “边缘人”效应。离村频率居中的被访者更关心国家政治，

离村频率高、中、低三个群体中 “经常”看 （听）新闻节目的比例分别为３４．５％，７５．５％，

３６．５％。在对村级公共权力的期望方面，离村频率高、中、低三个群体期望村级组织 “办事
公道，不贪不占”的比例分别为２４．５％、５５．９％和３５．５％，“边缘人”更关注 “公道”；期望
村级组织 “带领村里人致富”的比例分别为５９％、３７％和６７．９％，“边缘人”对共同富裕的认
识更客观、理性。

第四，收入水平因素。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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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同时也有较为健全的知识和技巧①，因此具有更强的民主意识。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收入
水平高中低三个群体对实行乡级民主持积极态度的比例分别为约４２．６％、３２．３％和２７．９％，

呈现出收入水平越高、对实行乡级民主越积极的趋势。不过，收入水平对村级公共权力的期
望和对国家的评价没有显著影响。在期望村干部 “带领村民致富”方面，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收
入水平的影响还比较明显，低收入者持这种期望的比例比高收入者高了２５个百分点；而本轮
调查结果显示，收入水平高中低三个群体持这种期望的比例分别为５６．５％、５０．６％和５６．２％，

已经没有明显差异，无论穷富都越来越对村干部 “带领村民致富”持客观、理性的态度。本
次调查结论仍然支持 “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对国家层面的评价差别不大”的判断，与２０００年
时相比，认为国家 “有”歧视农民的政策的比例在所有收入水平的群体中同步下降了。

第五，文化程度因素。一般认为，文化程度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动机和方式起正向
影响②。不过，本轮调查所呈现出的不是受教育程度越高、民主意识越强的趋势。小学及以
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在回答 “参与投票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时，

选择 “这是我的权利”的比例分别为６７．９％、８２．６％、７８．７％、６８．４％，初中和高中文化程
度的被访者的民主权利意识最强。类似现象还出现在对公共权力的期望方面。小学及以下、

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希望村级公共权力发挥发展性功能的比例分别是

５１．４％、６１．７％、５７．５％、４５．６％。在对国家的期望方面，除了文化程度越高越希望国家解
决 “学校教育”问题之外，在 “看病难看病贵”和 “环境污染”等问题上，都是初中和高中
文化程度的被访者更关注这些问题的解决。“初高中现象”还存在于对公共权力的评价方面：

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访者中认为国家 “有”歧视农民的政策
的比例分别为４．８％、２５．６％、２５．２％、１４．１％，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被访者对国家公共权
力的信任度最低，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国家政策评价略好，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
民对国家政策认可度最高。

四、结　论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观念的变迁经过了两个连续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基本线索是
由 “社员意识”向 “村民意识”回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家庭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
权，“社员意识”很快褪去，随之而来的村民自治制度进一步凸显了 “村民”身份的重要性，

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得以强化。一个显而易见的佐证是，在 “汲取型”政权结构
下③，“村民意识”的觉醒引发了大量针对基层政府的维权 （财产权）式抗争④。新世纪以来，

农民公共权力观念的变迁进入第二个阶段，基本线索是 “村民意识”向 “公民意识”转型，

主要表现为农民参与村庄选举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民主选举意愿超越了村庄的边界、越来
越关心国家政治、对公共权力的期望趋于理性以及对公共权力的评价更加积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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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识的提升与公民权利的实现是同一个过程①。“社会政策下乡”和农民社会权利的
发展是影响第二个阶段农民政治观念变迁的主要因素。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农村 “少取”“多
予”，重新塑造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模式。以全面取消农业税为主要标志的 “少取”改变了基
层政权的 “汲取”属性，使得村民依靠自己选举的村干部发挥 “保护性”功能的需求大大降
低，“村民意识”也因此淡化了。而以 “新农合” “种粮补贴” “农村低保”等为内容的 “多
予”，发展了农民的社会权利，从正面强化了农民与国家的利益关联②，诱导农民更多地关注
村庄之外的 “国家”，激发了其公民意识。

村庄选举的制度化是影响新世纪农民政治观念变迁的一个主要因素。 《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１９８８年６月起试行，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正式施行。自依法实行村民委员会选举以来，围绕这一
制度的争议就没有间断过。乐观主义者相信，村民自治将在制度层面产生 “倒逼”效应，推
动乡级民主实践，从而使中国走上一条自下而上的民主发展道路；悲观主义者始终质疑村庄
选举的有效性，并将普遍存在的 “贿选”现象归因于农民的民主素养问题，而 “素养”又通
常被视作常量。事实上，农村基层政治的发展既没有遵循乐观主义者的制度 “倒逼”逻辑，

也没有遵循悲观主义者的素养 “锁定”逻辑。“不规范的”村庄选举的长期实践强化了农民参
与村庄选举的权利意识，甚至 “倒逼”出了超越村庄边界的民主选举意愿。也就是说，村民
自治实践虽然没有诱发出更高层级的民主制度，但的确激发了农民更强的民主意识。

政治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公众民主理念的产生③。总的来看，现代化理论的
基本判断适用于中国农村，但不应忽视政治观念整体变迁过程中的群体差异。进入新世纪以
来，在以城镇化、市场化、农业产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现代化力量的裹挟下，农民的生计
模式、利益关系、阶层意识、政治认知能力等都处于快速分化过程中，他们对公共权力的参
与、期望和评价也自然存在群体差异。从调查数据来看，这种差异属于相同变迁方向的速率
差异，无论 “初中高中现象”“中等收入现象”还是 “边缘人现象”，都无碍于农民政治观念
现代化的基本方向。需要指出的是，乡村场域中的群体差异的 “拐点”与整个社会中的阶层
分化的 “拐点”可能是不同的。例如，有研究表明，在整个社会中不同文化程度者的主观阶
层认同的 “拐点”是 “大专以上”④，但在乡村社会中，这一 “拐点”可能会下移至初中、高
中。也就是说，不同场域中的群体差异的 “拐点”可能是相对的。

文化与结构总是在不断地发生相互作用⑤，而两者之间的均衡则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条
件⑥。因此，乡村治理架构的顶层设计应充分关照乡村社会的民心民意，在农民民主意识、权
利意识等 “观念的水位”⑦ 不断升高的背景下思考乡村治理变革的方向。例如，鉴于农民对村
级公共权力的期望以及对超越村庄的政治参与愿望的不断增强，近几年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和收缩基层民主的范围为指向的乡村治理倾向值得反思。

（责任编辑：张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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